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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压力的组织化解逻辑 

——基于浙江省H市S社区的理性审视 

屈群苹
1
 

【摘 要】:与既有研究偏重考察居委会行动的策略性不同,嵌入式治理聚焦于居委会的结构性位置,运用深度访

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借助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对H市S社区居委会治理和事务压力的组织化解逻辑加

以分析｡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两种权力和事务压力塑造下的社区居委会,借助嵌入社区压力场与社区关系网双重

“节点”位置,通过“资源汲取—压力转移—事务分解”的“接力—借力”机制,对社区事务治理压力加以分解和

转嫁的同时,从不同主体汲取所需资源来治理社区事务和化解压力｡社区居委会的“嵌入式治理”实践,既再生产现

有社区治理网络和权力关系,也阻隔了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嵌入式治理 接力—借力机制 压力型居委会 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问题提出:社区治理压力如何应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既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举措,也给基层社会

治理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伴随城市管理体制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以及社会治理基础下沉,社区居委会既要承受政府下压而来

的任务､考核等行政压力,也需要接受社区居民生活满足､服务诉求等自下而上的生活压力｡社区居委会深陷社区事务处理和治理

压力双重空间,使其不得不面对困境和采取应付策略｡然而,嵌入布迪厄意义上的“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 bad  faith)①2

治理结构矛盾的居委会,在既有公共资源和组织权威不断弱化的现实境遇下,却能够应付或应对超负荷的事务压力､治理各种社

区事务以及保持相对均衡的治理生态｡这种矛盾性社区事实和居委会日常化治理境遇,成为学界关注已久的分析点｡ 

面对纷繁杂乱的社区事务和居委会受压状态,学界一方面借用“社区行政化”①来描述居委会行政色彩浓厚､治理职责与治

理能力严重失衡的治理状况;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给出了政社分离､培育社区中介组织､扩大居民参与等“去行政化”的减压机

制,以及从微观行动策略的视角,提出了“选择性应对”②､“选择性政策执行”③等居委会化解社区压力的行动策略｡ 

已有研究对社区居委会的组织运行和实践逻辑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参照,但是把居委会定位为准基层政府或其延

伸机构的前提,可能会掩盖居委会在社区治理网络中的特殊位置和多样化实践｡譬如,社区居委会兼顾国家与社会“双重代理身

份”④的节点位置,既是导致居委会深陷压力场的根源,也是构建社区关系网的结构优势｡社区居委会作为嵌入国家行政体系和社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衍生问题及其治理研究”(编号:17BKS056)的阶段性成果｡ 
2①Pierre Bourdieu et.al,The Weight of the World: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Polity Press, 1999,pp. 

18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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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方关系网中的组织化行动者,既可以依靠自我力量采取主动的“应付”､“编造”和“选择性应对”等日常策略来减压,也可

以利用“地方权威治理”⑤､“行政性草根联盟”⑥和“权威效能治理”⑦等关系网络来治理社区｡然而,居委会如何借助结构性位

置化解压力,其治理逻辑呈现何种特征等相关问题,是已有居委会行动逻辑分析仍未言明之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社区居委会既嵌入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多元压力场,又嵌入主体､关系和权力等交错的社区关系

网络之中,“嵌入”成为社区居委会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嵌入性”作为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由波兰尼⑧提出,并

经马克·格兰诺维特“发扬光大”｡格兰诺维特⑨引入了“嵌入性”概念,主要是用来分析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经济制度影响的

关联性和现实性｡其理论不仅强调经济行动背后的社会力量,也突出了嵌入的联动密度,也就是说,“嵌入性的本质在于组织经济

行为与社会体系间的相互引导､促进和限制的复杂联系”｡⑩3本文借用“嵌入性”概念用于分析居委会治理事务和化解压力的行

为,并认为具有自主行动能力和利益诉求的社区居委会,必然会借助嵌入“压力场”和“关系网”的结构位置和节点优势,来治

理社区事务和化解社区压力｡ 

文中的“嵌入”强调社区居委会组织的整体性行动逻辑和治理状态,主要包含“一静一动”两个分析层次:一是位置嵌入,

强调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关系网中的节点位置;二是资源嵌入,用来分析社区居委会组织行动的资源获得方式和行动能力背后的助

力来源｡就此,笔者把社区居委会借助嵌入社区压力场与关系网的结构位置,以及社区事务转移给他者并借助外力转化事务压力

的实践过程和治理逻辑,称之为“嵌入式治理”｡本文以H市S社区居委会为个案,具体分析社区居委会运作“嵌入式治理”的实

践机制及其治理影响｡ 

二､观察点选取与资料准备 

本文以浙江省H 市S社区为分析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S社区权力主体多元和居民阶层多样化属性,是观察和

理解社区居委会运作和社区治理的独特而有力的观察点｡S社区隶属H市S区W 街道,2007年经由原来J社区与Z社区合并而成,内有

一个商品房小区和二个单位房改房小区,常驻人口4265人,流动人口约10300人｡合并后的S社区居委会共有工作人员9人,集中在

原J社区居委会驻地办公｡二是S社区作为一个极为普遍的行政规划区域,违章搭建等各色空间景观充斥其中,人口､空间､组织等

异质化突出,可获取相对丰富､具体和生动的调研资料,进行深入的质性研究｡ 

与此同时,S社区居委会具备街道政府规划的“一委一居一站一办”的科层组织部署｡居民委员会､社区党委､社区工作站､社

区综合治理办等制度设置一应俱全,形成了“多套牌子､一套人马”的治理格局｡跟其他城市居委会社区一样,S社区居委会的相

                                                        
3①参见向德平:《社区组织行政化:表现､原因及对策分析》,《学海》2006年第3期;潘小娟:《社区行政化问题探究》,《国家行

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卢爱国､陈伟东:《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2期;徐昌

洪:《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及其治理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等｡ 

②杨爱平､余鸿雁:《选择性应对: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G市L社区为例》,《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③Kevin J.O’Brien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No.2. (Jan,1999),pp.167-186. 

④郭圣莉:《居民委员会的创建与变革——上海市个案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第154—161页｡ 

⑤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 

⑥BeHamin L.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Ph.D.Dissertation,2003. 

⑦唐文玉:《城市社区中的权威效能治理——基于S社区的个案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⑧Polanyi,Karl,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eacon Press,1944. 

⑨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AJS 91(3),pp.481-510. 

⑩杨玉波､李备友､李守伟:《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基于普遍联系的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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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事务规划既符合我国《城市居民居委会组织法》条文中对居委会“政治性任务”､“居民事务”和“行政性工作”等三大类事

务作出相应宽泛规定,也有“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负责制实践工作方针｡实践中的S社区居委会工作事务,令人眼花缭乱,如

“万花筒”一般,不但要承担常规性的关涉政府与居民的党建､居民自治､保障服务､治保调解､文化教育､卫生卫计等领域120多

项社区事务清单,也要承接来自国家与居民的临时､额外甚至意外的工作事项｡社区建设､服务型政府､压力型体制等制度设置在

基层社会的实施与推广,不但使S社区居委会面临来自政府､居民､驻区单位､社团等各方的社区事务诉求,①也需承受来自国家和

居民“双向多元”的事务压力和评价考核｡ 

笔者从2016年8月至10月,对S社区居委会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田野调查和2年多的跟踪调查｡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采用

目的性抽样､偶遇抽样等研究方法,对H 市S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对象包括居委会主任书记､普通社工､志愿者､

热心居民等在内的60多人次;二是通过对城市基层社会工作者事务处理过程和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对基层社会的事务治理和

压力化解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三是深入基层社会,收集相关纸质材料,包括社区职能分工､社区工作人员工作笔记､社区居委会

活动记录等;电子资料有:基层政府和社区的相关新闻报道､网站资料和街道工作人员梳理总结的各种汇编资料等｡ 

三､嵌入式治理何以可能:社区居委会压力的组织化解逻辑 

社区居委会利用“节点治理”来处理社区关系网和压力场的“承接者”,按照社区事务的不同和行动主体差异化特征,情景

化地把事务压力分解和转嫁给基层政府､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并依据行动主体的不同特点,策略性地汲取所需资源来治理社区

事务,进而化解自身压力｡这是一种“接力—借力”的压力转嫁机制,更是实践“资源汲取—压力转移—事务分解”的逻辑过程｡ 

(一)接力基层政府:强调行政身份与政治资源借用 

社区居委会的国家代理人身份与强行政化倾向已成共识,甚至得到居民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自身的认同｡在国家积极利用已有

的治理路径和资源占有优势“柔性积极控制”②4基层社会的政治机会面前,居委会如何引入政府行政资源和政府权威,具有实践

操作性和行动策略性｡居委会根据社区事务的差异而引导基层政府介入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如果是社区公益活动､节假日走访､

文体表演等娱乐性活动或居委会主动开展的活动,居委会就会邀请基层政府或主管科室领导来出席或者讲讲话｡这是一种象征性

出场或浅层次介入方式,也是基于工作成绩和政绩需要的合作｡ 

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在场只具备象征意义或符号作用,即政府的认可和重视,以此强调社区居民对居委会工作的认同及其政

治合法性｡而类似于邻里纠纷､公共设施拆迁等居委会被动介入而又超出其能力之外的社区事务,居委会则以“社区维稳”､“改

善民生”等国家话语与政治压力,引导基层政府主动和深度介入｡这种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实质性在场或深层次介入,社区居

委会则需要借助政府赋予的合法性权威资源来协助问题解决,甚至把社区事务抛给上级政府而置身事外｡ 

案例:S社区一老太,爱捡垃圾,还收养很多流浪猫｡猫的叫声､气味和垃圾味道困扰着整栋楼,附近居民怨声载道｡楼栋长､社

区干部无数次上门都劝阻无效｡社区工作人员没办法,只好请街道环保科和城管工作人员一起到老太家做工作｡笔者访谈了参与

此事的社区陈主任,她颇为无奈和感慨: 

很多居民来找(社区),我跟王书记就去做工作｡最后把她女儿､孙子都叫来做工作,谁说也不听,最后她女儿都不愿意来了｡居

                                                        
4①相关学者对社区事务做了大同小异的分类,详见:张鸣宇､王智汉:《转型时期居委会三重角色——以武汉市C社区为例》,《社

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杨爱平､余鸿雁:《选择性应对: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G市L社区为例》,《社会学研

究》2012年第4期等相关文献｡笔者认为,社区事务与居委会压力密切相关,依据本文的分析立场,把社区事务分为自上而下的国家

事务和自下而上的居民事务,相应的居委会压力就有自上而下的国家压力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 

②郭伟和:《街道改革体制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开放时代》2010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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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很有意见,说我们工作不行,还到街道告我们的状｡最后还是联合街道城管､环卫所､社区民警出面,他们有执法权,都穿着制

服｡老太太没办法答应了｡关键是他们(街道､民警)有权力,代表国家｡ 

社区居委会出于自身利益､政绩考核和社区关系等考虑,在解决矛盾纠纷等关涉居民切身利益的事务时,需要基层政府及其

代理人出场,既增加其本身的合法性和社区权威,也可实质性地解决社区问题｡城市社区居委会策略性地搭建了国家出场､在场甚

至表演的整个舞台和剧本,国家成为社区居委会背后的支持者､伙伴甚至二者同体｡具体而言,居委会借助国家形象与政府权威在

场,既实现了事务分解和压力转嫁的目的,也型构出“治理的政治性”和“生活化治理”兼顾的关系模式和合作方式｡ 

(二)借势社区单位:共建互惠和物质帮助 

伴随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社区逐渐成为各级政府､驻区单位(部门)及各类社区组织进行资源分配､

利益角逐的重要场所｡“社区策略”①5为越来越多的社区组织(企业组织)和驻区单位(部门)所采纳｡基层社区组织和社区干部会利

用“社区策略”向企业组织､驻区单位借助社区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形成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当然,基层社会组织或者社区居

委会向单位借力,需要借助不同的借力平台或活动载体｡ 

驻区的企业组织或者单位(部门)带着组织形象塑造和追求组织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他们更愿意去参与社区规模性“活

动”｡这样更有利于塑造组织的良好形象或宣传相关产品｡社区居委会也会借助组织的经济诉求,动员他们以个人或单位名义参

与社区大场面活动或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笔者去S社区调研的前一天,安利公司赞助S社区举办“广场活动”,而且还跟随社区

搞党建活动｡就此,S社区陈主任也告诉笔者一些事例: 

XX银楼对我们支持蛮大,有时候我们要钱啊,要什么的,他们都拿出来｡单位呢,应该来讲,在社区建设中呢是不可缺少的,我

们有时搞活动需要借礼堂,像五中的礼堂我们经常借啊,他的场地,还是不错的｡这些单位,说老实话,驻区单位对社区,都觉得社

区真不容易啊,他们还是不错的,我们互动也不错｡(是单位还是领导?)应该说都有,名义上是单位之间,暗地里还是要靠个人来往

｡ 

居委会找驻区的事业单位或国家机构,更多是在一种政治诉求和为民办事的名义下,迎合单位或领导的政治形象诉求,动员

单位出钱出力｡社区主任的工作笔记上记录着2016年下半年S社区重点做的三件大事:一是通过人大代表YMQ解决了CP小区3幢楼

附近排水沟下雨漫水问题;二是通过城管协调住建部门,免费为CP小区4幢居民修建车棚,目前车棚正在修建中;三是通过人大代

表JF,免费为DJ小区三栋居民楼安装路灯,有望在年底前亮灯｡在S社区网站,不但经常有“X单位领导､人大代表XXX,来社区看望

低保户”等方面的政治宣传｡笔者本人就曾跟随社区主任书记与社区人大代表(某国家机构的负责人),一起走访过社区特殊群体

｡ 

不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甚至国家机关,居委会从与自己平行的其他机构中获得各种资源,是居委会组织利用社会关系与人

情机制获取资源的横向层面｡这种横向关系的建构,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原有私人关系可能带来居委会组织与其他组织的正式联

系亦即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二是居委会组织在向其他组织寻找资源帮助时,利用两组织之间的正式联系也可以与其他组织人

员发展出私人关系即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 

特定的人际关系可能带来特定的资源获得,而具体的资源获得过程也可能创造出新的人际联系纽带｡居委会在“人情与共

建”策略下,与相关驻区单位结成互惠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对社区居委会而言,借助驻区单位的财力和物力资源,不但可以有效

完成上级布置的行政任务和居民事务,也能够制造为民服务､社区建设和居民自治的“社区假象”｡ 

                                                        
5① 所谓“社区策略”是指社区外的组织､部门､单位､个人等主体,借助社区符号或社区实体来达成自己意愿和利益诉求的权力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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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那些有利于塑造“繁荣､安宁稳定和欣欣向荣”社会形象的形象工程,不但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政绩相关,而且

亦契合上级政府官员追求“形象政绩”的政治诉求｡ 

(三)借力热心居民:人情运作和积极分子治理 

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深化期,热心居民既是社区参与的主导力量和主要人群,也是扩展基层社会人力资源供给和增进治理下

沉的有效通道｡当然,在热心居民动员的进程中,既需要发掘传统动员机制和文化性动员资源的有效性,也需要关注现代公民权利

､参与意愿的作用｡而围绕热心居民形成的“居委会—热心居民”和“居委会—积极分子—热心居民”的社区圈层以及“地方性

互动网络”,①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有效和社区事务得以完成的有效机制｡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下沉以及社区事务的完成必须借由居民完成,不仅带有现代社区参与的社会意蕴,而且还是社区居委会积

极主动的选择｡那些可以而且必须借助热心居民和积极分子完成的社区事务,给居委会带来了诸多困扰甚至发展性困境｡借用积

极居民的力量和动员能力,形成围绕在居委会和积极分子周围的两大居民圈子,可以缓解居委会人力资源匮乏的现实,也是通过

“二次动员”②6来汇集基层社会人力资源的长效机制｡ 

很多研究通过基层选举事件,分析热心居民动员其他居民参与社区选举的过程､原因与机制｡他们得出的共识是:热心居民响

应自上而下的动员,是社区选举成功的关键｡除社区选举这一重大事件之外,社区事务如节日文艺汇演､参加政府活动､社区企业

宣传等,都需要依靠热心居民｡例如S社区在2016年9月26日准备举办“S社区艺术团”成立仪式,为了做到“有群众､有人气”的

群众性社区文化活动､吸引居民参与以及配合街道领导莅临等原因,发动部分群众参加就成了一项必然工作｡后来,由于“人声鼎

沸､热闹非凡､场面相当壮观”,S社区居委会当场获得街道相关领导的肯定和赞扬,据说还被定为典型与特色在全区推广｡ 

城市基层社会热心居民的动员成效和社区影响力,带有很强的社会色彩､治理成效和政治意义｡这种社区动员居民和居民动

员其他居民所组成的社区动员结构,既是拓展社区参与范畴的有效方式,也带有社会治理纵向下沉和居民参与横向扩展的交叉性,

还是展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行政动员有效性的机会｡如同沃马克所言,“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且

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①即使是在社区建设时期,热心居民动员参与和激发人力资源的能力,也是社

区政治建构甚至国家政权建设所需要的｡ 

可以说,没有热心居民的社区动员和人力资源激发,不会有社区居民“参与”的政治现象和民主印象,更不会有欣欣向荣的

社区“活力”和基层秩序｡这无疑对社区居委会工作､成绩考核甚至实现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社区

事务直接由社区热心居民来完成或由其协助完成,不但可以帮助社区干部完成上级规定性任务,而且为社区干部在精力不够､时

间压缩与工作繁重的矛盾纠结点,拓展出具有一定张力的迂回空间和压力转移机制｡借助“动员积极居民完成”和“由积极居民

动员完成”双重动员路径,是社区居委会治理社区事务和进行居民生活服务时的常规性操作和有效方式,也被看成社区参与和群

众路线的基本表征｡ 

四､结论与讨论 

伴随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和资源获得方式的多元化､服务型政府转向,导致居委会的资源占有虚化和组织权威弱化｡社区居

委会资源不足､治理能力与治理职责失衡以及压力型体制､行政化趋势､公共服务型政府等制度结构,不仅塑造了压力型居委会的

“苦难”形象,也促使社区居委会借助嵌入压力场与社区关系网的结构位置来治理社区事务和化解事务压力｡社区居委会不仅是

                                                        
6①刘春荣:《另类的邻里动员:关键群众和社区选举的实践》,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8-398

页｡ 

②刘岩､刘威:《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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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各方压力的容器,也是分解､转嫁和化解压力的行动者与能动者｡居委会嵌入式治理压力的消极转移和积极转化,与社区事务

类型､压力来源､治理网络､行动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密切相关｡ 

居委会通过向国家､单位和居民等社区网中的行动者“借力”,②把社区事务和社区工作的务实性与形式化主动结合､社会性

与政治性积极转化,可以打造出典型化的形象工程和政绩亮点,进而提升政府绩效､工作达标和居民自我诉求实现｡而“汲取—转

化”的资源获取路径,是社区工作人员借助“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共生的新二元社会”③的制度机会,加

以私人化运作的结果｡ 

具体而言,就是在社区行政化､压力化与去权威化､资源弱化等困境下,巧妙运作“社区情理”和“国家权力”,④7利用常规化

的社区规则､制度､组织及其固有的权力缝隙,再加上社区关系网的私人化运作,是社区居委会获得所需资源和转化社区压力的必

然之路｡ 

无论是对压力的消极转移还是积极转化,社区居委会都利用了嵌入压力场和关系网的结构位置,借助人情逻辑与法理逻辑而

达成事务治理｡情理逻辑是一套非正式的行动规则,符合生活化的民意和生活世界的事务处理方式,主要借助道德评判､社会价值

､生活技巧等构成｡这种个人化的交往规则与行动逻辑,能够在私人关系与公共关系之间找到实用性的连接方式｡而法理逻辑是对

国家法律与地方规制等具有外在性和例行化的法规文本以及行动者内在的法律意识､民主观念与规则逻辑等的实践性操作｡ 

社区居委会对嵌入式治理的运作和事务压力的化解,既具有市场所提倡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个人情感､面子的私

人关系运作,也具有国家的命令等级制度法规与民主权利意识的行动框架｡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居委会对社区事务压力的化解,是

在国家意图与制度法规框架下,带着社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社区原则､个人关系运作以及个体因素的综合效应的结果｡ 

社区居委会的事务治理与压力化解､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整合是一体两面的同一实践过程｡社区居委会嵌入型治理逻辑及其

压力化解,既是居委会保持自主与嵌入双重性的行动策略,也对社区事务治理和社区运行具有重要作用｡社区居委会借助城市基

层社会中贯通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节点位置,不但实现了国家意志贯彻､基层社会秩序维持和社区有效运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均

衡和再生产了社区固有的权力体系和治理格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区居委会的嵌入式治理逻辑,作为一种资源获得方式､事务治理机制和关系建构手段,已成为社区邻里

权力运作和社区运转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嵌入式的维持型治理方式,也对社区治理的生态化和治理现代化造成了

阻隔｡一方面居委会对“分解—转移”接力机制的内化和遵从,不断再生产和重构这种压力转移机制及其影响,使得国家管理的

压力型体制具有正当性与有效性,进而阻碍“去行政化”的社区自治性生长,也不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社

区居委会的嵌入式治理对社区关系网的借助和人情逻辑的运作,不符合社区民主化建设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品格,也会阻隔社区治

理现代化和生态化进程｡ 

而居委会嵌入式治理两难困境的改变､社区治理现代化推进甚至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建构,仍需对接基层社会有效需求､加

强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微观合作和宏观体制合理性逻辑的建构｡社区居委会压力的组织化解逻辑需要从一种关系不对等的“主动

依附”到彰显社区主体性的“主动合作”的现代化转型｡这就需要构建国家治理与城市基层治理两种治理体系的链接路径和转

化机制｡在社会治理不断下移的过程中,既要实现社区居委会节点位置的现代性功效,也要实现社区居委会对“行政-单位-居

民”三个行动主体公共职责的外显和私人关系运作的抽离｡ 

                                                        
7①[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②借力是社区干部对借用各种“资源”(人力､物力､财力､资历和脑力等)的通俗性说法｡ 

③刘平:《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④屈群苹､孙旭友:《城市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治理逻辑——基于H 市S社区居委会调解的实践分析》,《学海》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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